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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纪 霖

国王的两个身体：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

1912 年，当全世界仅仅只有二十几个共和国家的时候，一场辛亥革命，让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国家，成

为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改国号易，建共和难，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就进入反复动荡的乱世，国家制度

的建构迟迟不得完成。个中的成因自然很复杂，然而，国家权威与象征的匮乏，是其中最值得反思的因素

之一。西方有“国王的两个身体”之说，一个身体是君主的个人肉身，另一个身体便是国家的权威与象征。

辛亥革命推翻了国王的肉身，这很容易，但国王的另一个身体——国家的权威与象征无法空缺。新成立的

共和国如何解决？

一、英式虚君共和的错失

古代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只有一家一姓之王朝，或者说以王朝代表国家。君主便是王朝

的人格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国家的权力与权威所在。权力与权威，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性理论，属于

不同的范畴。权力是授予性的、认可性的，而权威则是不证自明的，来自宗教和历史传统。罗马共和政体

是权力与权威二元的典范。西塞罗有一名言 ：“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元老院所代表的权威并

非人民授予，而是与罗马建国列祖奠定的宗教和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革命和建国

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多元塑造（专题讨论）

编者按    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长达两千年的君主制度，却开启了数十年的政治乱局，党派纷争不休，各种力量互相杀伐，

政权频繁易主，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形态。这一现象引学人追问其根源何在。本组专题讨论主要即

着意于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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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许纪霖认为，民初政治混乱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威缺位，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仅是权力，

而一再错失重建国家权威的机会。沈洁认为，民初的多头权威，北洋与民党、北洋内部、民党内部

的多重缠斗，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宋宏认为，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论即旨在回应国

家权威缺位的问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然而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终归于失败。严泉

梳理了民初要求地方分权的省宪主张，认为 1923 年民国宪法已经创设了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联邦

分权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建构尝试很快被国民革命打断。瞿骏认为，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过程中，

多看重民族主义之“可贵”，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力使民众知晓民族主义之“可贵”，却较少去

普及民族主义之“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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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古罗马的共和精神，其权威既不是来自超越的造物主，也非人民的意志，而是美国殖民地的自治传

统和《独立宣言》，并以此创建美国的宪法以及与宪法有关的司法制度。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宪法，便

成为现代政治的典范。①

在古代中国，君主集国家的权威与权力于一身，他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

性象征。君主秉承天命，其统治不仅仅借助暴力，还具有超越性的神秘色彩，成为帝国秩序的人格化象征。

经历无数次朝代的更替，虽然最高权力一再被颠覆，但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构、超越性渊源和人格象征从来

不曾被动摇过。

当辛亥革命狂飙突起，清政府在慌忙之中，匆匆批准了资政院提出的《宪法十九信条》，可谓敬酒不吃

吃罚酒。比较之前立宪派三次请愿而不得的德国式君主立宪方案，《十九信条》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满清

皇帝除了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之外，最重要的立法权、行政权悉数归于国会，并实行对国会负责的责任内

阁制。这是一个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方案，若当时能够得到各派接受，中国历史将因此而改写。

尚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欣赏这个虚君共和方案。康有为说 ：专制者，君主视国为己有，君主

与国为一。而立宪国者，君与民共之。《十九信条》之公布，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尽舍而捐出，

公之国之臣民共有也。虽名有君，实则可谓为虚君共和国。“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为神而

不为人，故与人世无预，故不责任不为恶也”，“而其效用，可以弭乱，而令外人不干涉，后则不至岁易总

统以相争杀，死人过半”。②  梁启超也说 ：“美法之民主共和国，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

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因为英式虚君共和由习惯积渐而成，延续本国历史传统，

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③

康梁虽然保守，却有现实感，政制设计需要创新，但也须尊重民族的习惯法，从历史文化传统中获得

其合法性。自秦以降，中国两千年的君主制传统，骤然废除，固然痛快，但国王的另一个身体谁来代替，

国家的权威象征何在？英国式虚君共和的好处，乃是结束两千年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的专制传统，但保留

国王的象征性符号。简单地说，乃是一种现代政治的二元设计 ：权威归君主，权力归国会。无论是权威还

是权力，都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意志，这就是体现人民公意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君主权威的正当性和

立法、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皆渊源于此。

白哲特在《英国宪制》中指出 ：虚君共和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一种可以让人

理解的政府形式”。④  在宪法规约下的君主，是现代国家（nation-state）共同体的人格象征，历史传统与宪法（无

论是成文还是不成文宪法）赋予君主以象征性的国家权威。他犹如抽象的国家与宪法一样，超越于立法与

行政之上，也独立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与政治党派。一旦国家内部发生内乱和政治冲突，君主作为国家整

体的中立者，根据宪法赋予的职责，出面调解与仲裁。当一个国家有了明确的象征性权威，就可以有效地

阻止各种野心家对国家最高权威的僭越和篡夺，而权力斗争再激烈残酷，也始终在国家权力之上安置一个

更高的象征性权威。

然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必须来自历史传统，而且是有权威的，他不可能人造，更不能威信扫地。

可清朝末年的满清皇帝，恰恰是一个失去了威信的君主。晚清数十年的反满宣传，让许多汉人相信满清是

一个既专制又腐败的异族政权，志在“驱逐鞑虏”的革命派绝对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满清皇帝作为新国家的

元首，哪怕是一个虚君。梁启超虽然赞美虚君共和制，但也感叹缺乏这样一个众人可以接受的明君 ：“吾中

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望。”⑤  而以张

謇为首的立宪派，最初推出虚君共和方案的是他们，可一旦发现满清小朝廷大势已去，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这些儒家士大夫们所重视的，不是“制度”，而依然是“人”，希望所寄，不

详参［美］汉娜·阿伦特 ：《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 年。 

康有为 ：《救亡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1 年，第 663-665、677-678 页。

    梁启超 ：《新中国建设问题》，《梁启超全集》第 4 册，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441-2442、2442 页。

［英］沃尔特·白哲特 ：《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6 页。

①

③

④

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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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度性权威的长久安排，而是在现实格局中谁能够成为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一旦旧主大势已去，便将

目光转移到新人身上。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对革命后权力的分配、安排和考量，

远远超过对共同立宪、重建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有了权力，便有权威，这

一中国政治的古老法则像梦魇一般缠住他们。于是，一次权威与权力分离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这样的

机会甚至无人在意——在专制传统最悠久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选择了共和制度。它留下了两个历史的隐患。第一，共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幻觉，似乎只要权

力到了人民手中，建立了代议民主制，立宪就不那么重要了，民初的政治演变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国家

权威的象征，在共和制度下要比虚君共和模糊，究竟谁代表抽象的国家？共和制面临着从国家的“人格象征”

转向“制度象征”、从人君转向宪法的历史转型。宪法迟迟不出笼，宪制一日不落实，国家权威的象征就留

下了空白，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角逐国家的最高权威而大打出手，从民国建立到 1949 年的乱局皆渊源于此。

二、美式立宪权威的错失

错失了英式虚君共和之后，其实历史还给中国留下了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美国式的通过立宪而建国。

本来，辛亥革命是以美国式的方式爆发的。各省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的统治，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

命，而从反满的革命者角度来说，更像是一场推翻外来统治者的“独立战争”。革命容易建国难，美国独立

之后，经过费城制宪，实现了国家的建构。美国式的建国乃是一条重建权威的道路，君主的权威被颠覆之后，

各州、各党派协商妥协，制定统一的宪法，此一根本大法，历经二百多年而不坠，成为国家稳定的政治权威。

美国的政治建制承继罗马的权威与权力二元化传统，权威属于宪法，权力属于总统，并通过三权分立的设置，

国家的宪法权威由独立的司法作为护法大神来守护和解释。与此同时，费城制宪也成功地实现了国家象征

从“人”（君主）向“制度”（宪法）的转变。宪法当然不是一纸空文，最重要的是体现了美国这一政治

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自由。以宪法为中心，国旗、国歌、自由女神等皆成为国家认同的象征符号，它们

超越于具体的政府和党派，共同指向美国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成为凝聚国民意志的符号象征。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以美国式的“各省独立”的方式开始，却没有继续沿着美国的制宪道路追求国家

权威的重建，革命成功之后却改变了运行轨迹，转向法国革命的建国模式。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这两场 18

世纪下半叶的革命，虽然都是以人民主权为号召，但实现的方式迥然不同。美国的人民主权体现在国家的

根本大法——宪法权威之中，其权力形态却是多元的、分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又统一在以

宪法为核心的宪制之中。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绝对君主制之后，面临权威与权力的双重空白，走的不是联

合制宪、重建权威的道路，而是各党派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角逐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同的政党、无论是

温和的共和派，还是激进的雅各宾党人，抑或保守的保皇党，都自认为代表人民，似乎只要自己掌握了国

家最高权力，人民的根本利益便可实现。而人民主权的实现，不外乎选择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党。从

大革命爆发到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法国政治经历了长达 80 多年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拉锯战 ：革命，复辟，

再革命，再复辟，再革命。这期间不是没有宪法，而是有太多的宪法 ：1791、1793、1795、1799、1801、

1803、1814、1830、1848、1875，在第三共和国的 1875 年宪法之前，整整有 9 部宪法！但有宪法而无宪制，

宪法不是各党派妥协的共同意志，而是国家最高权力临时执掌者的统治工具，几乎无人将宪法当回事，也

形成不了国家权威的法统，它像它的主人一样短命，每一次都被革命或复辟所推倒，再重新洗牌。

民国初年辛亥之后的中国，选择的是恰恰是法国式的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之路。民国初年的三派势力，

无论是袁世凯、进步党还是国民党，目光都盯着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权威的重建。新朝肇始，悠悠万事，

本应是一个制宪政治的时刻，最要紧的是定下国家大规大法，重建立宪的权威。宪法未成之前，应按照南

京临时政府通过的约法暂行其事。然而，两千年来的中国毕竟缺乏法治传统，从政治家、士绅精英到平民

百姓，皆将约法当儿戏。梁启超说 ：“今则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尝有约法存。即全国人心目中，盖皆未尝

国王的两个身体：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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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法存也。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①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法只是统治

的工具，只有法制（rule by law）而无法治（rule of law），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权力可以超越于

法意并创造法意，权力的尊严总是盖过法的尊严。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王朝统治，却无法改变旧的政治传统。

迷信权力、漠视约法成为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趋向。民初政治的最大纠葛，是民权与国权、内阁制

与总统制的争斗。 这些争斗都围绕着权力如何分配：国民党要求实行内阁制，掌控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权力；

进步党希望建立总统制，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议会权力也好，总统权力也好，

如何进行限制和分权，如何在宪制的框架下施行，却被严重忽视，置于次要的位置。

即使是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也是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

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国民党在民初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政治气势如日中天，

却被社会舆论讥讽为“革命元勋”。这些从底层上来的政治新贵，一旦手握权力，便刚愎专断，不能容纳他

党的意见。②  在政治的非常时期，国民党与进步党、袁世凯一样，比较起制宪，更关心的是权力的扩张，是

一党利益之最大化。而立宪，只是实现权力扩张的手段而已。

民初政治最重要的分歧是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以限制袁世凯大总统权力、实

现超级议会制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第二大党进步党则以借袁世凯之手削弱国民党为能事，袁世凯坐收两党

恶斗之渔利，一再僭越法治，先是当选正式总统，然后解散国会，重拟临时约法，一步步走向总统独裁。

重要的不是议会制与总统制孰优孰劣，而是在宪法权威缺失下权力的无序竞争。当君主制被推翻之后，究

竟何为国家权威，谁是国家的象征？无论是国民党、进步党，还是袁世凯，都难以想象一个权威与权力分

立的现代政制，他们都想做“国王”，一个权威与权力合二为一的“国王”。虽然这个“国王”的肉身在

国民党眼里是超级议会制，而在袁世凯那里是独揽大权的总统制，但他们都以为只要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

便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国家的权威。辛亥革命从模仿美国革命开始，却错失了立宪建国的良性轨道，转向了

法国式的争夺国家权力的道路。辛亥之后的国家权威危机，反而较革命之前更严峻了。

三、沿着法国的道路走向滑铁卢

国家权威的危机到了“二次革命”之后，变得表面化了。在新一轮的乱局之中，既然没有选择美国式

的立宪建国道路，就只能沿着法国革命的轨迹继续走下去，也就是重新寻找一个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的铁

腕人物，以重新建立秩序。于是，中国的“拿破仑”出现了，那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搁置天坛宪草，乃至解散国会，制定新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变为终身大总统，虽然倒行逆施，

却不是没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就是人心思定，希望有中国的“拿破仑”出现。不过，民意对袁的支持，

并非无条件，而是有条件的。黄远生撰文直言告诫袁 ：“吾人所希望于袁公者，惟望此后对于国家，能发生

国民一种最高信仰，则袁公之地位固，国家之地位亦固，否则袁公与国家，同在此一种不可思议之现状以

下，将必有一朝破裂之日，则袁公敝而国家亦与俱敝。”③  总统与国家，就像国王的两个身体，一方面他与

国家合二为一，是国家的象征和化身，对总统的信仰，就是对国家的信仰 ；另一方面他与国家又是分离的，

一旦其决断违背了国家的公意和人民的意志，人民又可以废黜他。1913 年之后，社会舆论对袁世凯的态度，

就处于这样的双重性之中，有期待，也有警惕，对铁腕威权无限向往，而对袁这个旧派人物又有相当的不放心。

一个没有国王的国王出现了。然而，尽管是终身大总统，作为肉身的袁世凯总是要死的，死了之后岂

非面临新的动荡？民国成立之后，因为失去了皇帝，各种势力都在觊觎国家最高权力。于是杨度等人提出

了君主立宪 ：“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

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④  杨度的第一句话“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是对的，但

①

③

②

梁启超 ：《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梁启超全集》第 5 册，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3057 页。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32-333 页。

黄远生 ：《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远生遗著》卷一，第 35 页。

杨度 ：《君宪救国论》，刘晴波主编 ：《杨度集》，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73 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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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却是错的。作为一个旧时代走过来的士大夫，他依然将权威与权力捆绑

在一起，君主与立宪合二为一，似乎只有世袭的最高主权者，立宪才能稳固建立。然而，真正的立宪，无

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通过权力确立权威，而在于建立一个超越权力之上的立宪

法则，一个不依赖神魅人格的法理型权威，从而一方面赋予权力以正当性统治，另一方面限制权力的专断

性趋向，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

君主制是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一旦中断，很难复辟。原因无他，乃是新的君主缺乏无须证明的血缘正统，

他必须说服公众自己是秉承天命，有克里斯玛式的神魅权威。然而，掌控北洋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袁世凯

拥有绝对的权力，却缺乏道德和信仰上的权威。陈独秀指出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

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

帝制。”①  古代中国的权威性，来自立德、立功、立言，即所谓的“三不朽”。以此标准衡量，且不说立德、

立言，哪怕立功，袁世凯也差得很远，既非民国创立首功，也未从列强那里收归寸土，且屈辱地接受日本

的“二十一条”。盛世未成，乱象频仍，袁就迫不及待地称帝，岂有不败之理。袁世凯贸然称帝，就成为他

最后的滑铁卢。

从 1911 年秋天到 1916 年袁世凯死亡，短短五年时间，中国政治经历了美国式的地方独立革命，却错

过了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良机 ；革命成功之后，没有继续模仿美国，走立宪建国之路，转而走向以权力代替

权威的法国模式 ；最后在一片混乱的党争之中迎来了中国的“拿破仑”复辟，最终又失败，浓缩再现了法

国革命后三十年的历史。

袁世凯死后，国家权威陷入持续的危机，各路军阀和政治势力相信的是军事和势力，但枪杆子里面所

出的只是权力，而国家的权威来自于所谓的“法统”：即宪法和国会。但在一个军阀和政客横行的时代，这

个“法统”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从 1916 年到 1924 年，在走马灯般的乱局当中，形成了两个约法（民初约

法和袁氏约法）、两个国会（民二国会和安福系国会）、两个政府（南北政府）和三部宪法（天坛宪草、安

福宪草和曹锟宪法）。北洋军阀轮流坐庄的北京政府和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政府的地盘底下，都有自己独

立的国会、政府、司法，还有各自表述的“法统”源头，此外还有联省自治下的省宪、上海各界的民间制

宪等等。凡此乱象皆表明，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国家权威与国家象征，无论是制度形态的还是人格形态的，

皆荡然无存。

“法统”多头，便无真正的“法统”，法治权威成为人皆蔑视之物。正如陈志让所指出的那样，北洋时

期政治的最高原则并非“法统”——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而是传统的“有道”还是“无道”。②

然而辛亥之后，天下之道，山崩地裂，成为一个无道的世界。各路政治势力，各有各的道，他们假借天道、

民意，以“有道”讨伐“无道”。每一次讨逆宣言，皆慷慨激昂，诉诸抽象的伦理大德或缥缈的人民公益。

然而，民初之“道”却丧失了具体的制度肉身，无法转化为明晰的法理规范。各种“道”互相冲突，独独

缺乏超越于意识形态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认的国家权威，“于是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 20 世纪

初年那种向往法治的态度，变为怀疑法治、轻视法治”。③

1923 年 2 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开始学习苏俄，摈弃“法统”。1924 年 12 月 13 日，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下令废除曹锟宪法，宣布民初约法无效，消灭国会机构，自此民国初年所建立的各种“法

统”，从约法、宪法到国会，通通毁灭，国家权威由此死亡。其实，在形式上的“法统”中断之前，它的灵

魂已经死了，或者说从来没有活过。

“法统”权威死亡之后，另一种权威开始了，那就是诉诸革命的权威，但这已经是另一段历史的故事了。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认同中的核心观念 ：以个人、国家、道

德、宗教为中心”（11JJD770021）的中期成果〕

［作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41）。］

陈独秀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96 页。

    陈志让 ：《军绅政权》，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108-109 页、112 页。

①

③②

国王的两个身体：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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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化与华化相对，“其故可深长思之”！①  这套文化性的，基于民族主义之“可爱”的国家认同为抗战期

间在日据北平苦熬岁月的陈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他不仅写出了另一部名著《通鉴胡注表微》来表露自

己誓不屈敌的心迹，而且强调说“昔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分，所以严夷夏之防 ；今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合，

然后见中华之大。分之则无益于国家，无益于民族”！②

第二个则是如何在塑造国家认同中激发中国人的大国民心态。无疑今日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世界上

最强大的政治体与经济体之一。但在国家认同的塑造中中国人经常并不太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大国民”。这

自然与前文所述绵延至今因尊西崇新而只知追赶美德英法等列强，并关注列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风气

有关，这种风气使得中国传统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智慧往往隐而不彰，其实孟子所谓各国间“事大字小”

的原则恰能够为中国人培养“大国民心态”提供古老却弥新的资源。“事大字小”说的是小国对大国的侍

奉和大国对小国的爱护，其核心在以礼（实质就是文化）划分国家等级，又以礼而非强力联结大国、小国，

造成一个看似松散却又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国际体系。在此体系里强调国与国之间互相的责任，尤其是

大国对于小国的责任，而不是利益的计算，这使得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总是不缺心系小国，包

容小国的大国民心态。即使在清末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实际地位甚低微的时候，章太炎等仍从来源

于历史、语言、风俗的“固已潜在”的 “民族根性”出发说“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推我赤心，救彼同病，

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③ ；“且以为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

及之”。④  此种因民族主义之“可爱”而推向世界主义乃至于“禽雀牲畜”等一切生物的看法，正论证了裴

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说“爱国同时也可作世界公民”理想的可能性⑤ ，值得我们一再深思。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研究（1895-1919）”（11CZS057），上海

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1PJC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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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 ：《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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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定复仇之是非》，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下册，第 7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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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Creation of Identity of State in Modern China (Symposium)

Abstract: Xu Jilin believes that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tional Period was at chaos because 
a lack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What the political forces scramble was only the political power, 
resulting in the chance of re-construct the authority of state time and again. Shen Jie holds that it was 
the multiple authorities, i.e., a multi-layer scramble between warlords and KMT, between the warlords, 
and among KMT factions, caused endlessly political disorder. Song Hong puts up that the suggestion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had an obvious ground of public opinion, but it failed because of many 
difficulties in reality. Yan Quan mentioned the advocate of provincial constitution for local power in 
early national period, and believes that, in 1923,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had created a federal power 
di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soon disrupted by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Qu Jun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olding a state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the “treasure” of nationalism 
w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its “loveliness” was neg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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